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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企業員工的績效評核為研究系絡，探討受評者對績效評核的程序正義知覺之前因及其影響。問卷

調查了 30 家台灣企業的員工，回收 324 份有效問卷，資料分析結果獲得以下研究發現:1.受評者知覺到績效評核

準則的有效性愈高，則他愈知覺到績效評核的過程具有形式正義與互動正義。2.受評者知覺到主管在績效評核過

程愈表現政治行為，則他愈不會知覺到績效評核的過程具有形式正義與互動正義；但是受評者知覺同事在績效

評核過程表現政治行為，與形式正義知覺及互動正義知覺無關。3.受評者知覺到績效評核的過程愈具有互動正

義，則他的組織承諾與主管信任均愈高；而受評者對績效評核的形式正義知覺與組織承諾及主管信任均無顯著

關聯性。本研究並針對研究發現在理論發展與管理實務意涵進行討論。 
 
關鍵字:程序正義；績效準則；政治行為；組織承諾；主管信任 
 
 

緒論 
 

為了瞭解員工所表現的工作行為是否滿足工作要

求，並確保員工的績效行為與組織目標產生聯結，組織

通 常 會 定 期 對 員 工 實 施 績 效 評 核 (performance 

appraisal)。一方面，組織可以運用績效評核的結果，做

為員工獎酬、升遷、輪調與訓練發展等人力資源管理決

策的依據；另一方面，組織也可以透過績效評核的機

制，不但可以避免員工怠忽職責，也可以經由設定適當

的績效評核準則，以引導員工朝向正確的方向而努力，

同時，也可以經由建設性的績效回饋以改善員工的績

效。總之，績效評核除了具有「組織管理」的意義外，

同時也具有「人員發展」的功能(Chu,1998)。 

    由於績效評核結果攸關員工的薪酬或生涯發展，因

此受評者通常希望獲得公平合理的績效評核結果，也因

此受評者通常會期望績效評核的制度是有效的，並且期

望績效評核的執行過程是公正的。也就是說，受評者期

望組織所進行的績效評核過程應該具有程序正義

(procedural justice)。例如在績效評核之前預先告知受評

者應有的績效表現以及評核項目標準，績效評核的過程

中應該讓受評者有公平的機會參表達意見，受評者也應

該在不滿績效評核結果時能有申訴管道；此外，受評者

應能獲得評核者的決策說明，以確認評核者是依據受評

者實際績效的證據，來判斷其應獲得的績效評核結果，

以及受評者在績效評核的過程中應該受到公正的對待

與合理的尊重(Folger et al., 1992)。 

上述績效評核的程序正義包括預告、參與、申訴等

形式正義(formal justice)的內涵，以及論證、尊重等互

動正義 (interactional justice)的內涵 (Greenberg,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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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ger & Cropanzano,1998)。就這些內涵來看，受評者

對績效評核的程序正義知覺至少與二項因素有關，一是

與績效評核準則特性有關的制度面因素，例如績效評核

準則的具體性可能會影響受評者對評核制度客觀性的

知覺，從而影響其程序正義的知覺；二是與績效評核過

程有關的執行面因素，例如在績效評核過程中受評者若

發現評核主管表現出特定政治行為，也可能影響他對績

效評核的程序正義知覺。因此，學者指出績效評核的程

序正義包括制度程序正義(system procedural justice)及

評核者程序正義(rater procedural justice)二者(Erdogan et 

al., 2001)。 
    本研究的主要動機在於了解受評者對績效評核過

程所產生的程序正義知覺，究竟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

以及受評者對績效評核的程序正義知覺，分別與組織承

諾及主管信任又有何關聯性。具體的研究目的包括探討

績效評核準則有效性以及受評者的主管與同事在評核

過程中表現之政治行為，分別如何與受評者形式正義知

覺及互動正義知覺產生關聯﹔而受評者的形式正義知

覺與互動正義知覺又分別如何影響受評者的組織承諾

以及主管信任。 

 

文獻探討與研究假設 
 

績效評核的程序正義 

以下文獻探討首先從程序正義的文獻發展來歸納

「程序正義」內涵，並以 Folger 等人(1992)所提出的績

效評核正當程序(due process)概念來整合「績效評核的

程序正義」內涵。其次，從相關實證文獻推論績效評核

正義知覺的影響因素。 

 
程序正義 
    早期的組織正義理論是將社會正義的概念應用於

組織，試圖推導組織中的一般性正義原則及其影響，當

時焦點放在探討資源分配結果的合理性問題，學者稱為

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亦即探討人們對於分配結

果不正義知覺的形成原因以及如何降低知覺分配不正

義的狀態(Greenberg, 1987a)。Stouffer 等人(1949)提出的

相 對 剝 奪 理 論 (theory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

Homans(1961)提出的分配正義理論(distributive justice 

theory)以及 Adams(1965)提出的公平理論(equity theory)

均試圖對此相關問題提出解釋。至於人們如何獲致正義

的分配結果，Leventhal(1976)提出正義判斷模型(justice 

judgment model)以及 Lerner(1977)提出正義動機理論

(justice motive theory)進行解釋。 

相對於決策結果的合理性，決策過程的合理性是組

織正義學者關注的另一個焦點，學者稱之為程序正義。

程 序 正 義 包 含 形 式 正 義 與 互 動 正 義 二 個 內 涵

(Greenberg,1990)，形式正義認為當事人應對於決策過

程及決策結果具有相當控制力(Thibaut & Walker，

1975)，以及決策過程應秉持程序正義原則(Leventhal et 

al., 1980)；互動正義則指出當事人在決策過程中應受到

尊重及獲得合理的決策說明(Bies & Moag,1986)，意即

互動正義包括人際對待(interpersonal treatment)與決策

說 明 (explanations) 二 個 內 涵 (Folger & 

Cropanzano(1998)。 

 
績效評核的程序正義 

由於程序正義是一個高抽象層次的概念，在懲

罰、升遷、裁員或績效評核等不同的決策情境會有不同

的實際意涵。Folger 等人(1992)將程序正義概念結合至

績效評核的系絡中，歸納提出績效評核的正當程序(due 

process)，包括充分預告(adequate notice)、公平的發言

機會(fair hearing)以及依據證據判斷(judgment based on 

evidence)，充分預告是指受評者在事前被充分告知受評

項目及被期望表現的績效水準，公平的發言機會是指受

評者在評核過程中具有雙向溝通的公平參與機會，依證

據判斷則是指評核者依據受評者實際績效證據來判斷

其 應 得 之 評 核 結 果 。 此 外 ， Korsgaard  &  

Roberson(1995)指出參與溝通與發言(voice)是重要的程

序正義內涵。由於績效評核同時具有組織管理與人員發

展的雙重目的，因此本研究認為提供建設性績效回饋以

提升員工績效，也是屬於績效評核的正當程序之一，

Folger & Cropanzano(1998)指出主管的績效評核面談應

該 要 做 到 支 持 的 (be supportive) 、 參 與 的 (be 

participative) 、 提 供 發 展 性 資 訊 (developmental 

information)及建設性的批評(constructive criticism)，才

符合互動正義的原則。 

綜合上述文獻，本研究將績效評核的程序正義要

素歸納為:1.形式正當性:係指決策過程依據正當程序來

進行的合理程度；2.論證合理性:係指決策理由具有證據

支持以及符合邏輯理性的合理程度；3.互動建設性: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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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當事人在互動過程中獲得尊重與誠實對待的合理

程度。第一要素意指制度面的形式正義內涵，後二項要

素則屬於執行面的互動正義內涵。故本研究定義績效評

核的程序正義為「績效評核過程具備形式正當性、論證

合理性與互動建設性的合理程度」。換言之，具備程序

正義的績效評核決策應該是合法、合理、合情的過程。 

 

績效評核的程序正義知覺之影響因素 

    在正義知覺的心理學解釋中，參考認知理論

（Referent Cognition Theory；RCT Floger,1986；1987）

認為，當個體把既有的事實與更有利的選擇進行比較

時，他會對既有的事實賦予不公平的評價。換言之，若

個體認知架構中存在一個可以導致更有利結果的替代

方案時，則他會知覺目前的狀態是不正義的。依據參考

認知理論，人們會透過參考認知、論證及改善可能性三

者進行心智模擬。首先，參考認知是指將一個想像的情

境或替代解作為比較的標的。其次，人們會論證既有決

策結果或決策過程的合理性。最後，人們會評估現況改

善的可能性，假如人們相信組織能夠改變，則對既有的

決策結果或決策過程不必然會產生不滿，反之，若人們

認知到現況缺乏改善的機會，則可能引發負面的態度與

行為。參考認知理論解釋了人們如何比較既有決策結果

與想像的決策結果，以及決策改善的可能性與人們的態

度及行為的關聯性。就參考認知理論而言，正義概念的

形成源於人們將實際現象與參考架構比較的結果。質言

之，分配正義知覺源於個體將自己的分配結果與參考標

的分配結果進行比較而產生；程序正義知覺則是源於個

體將所觀察的實際決策過程與參考的決策過程進行比

較而形成。從自利的觀點而言，所謂「參考的」決策過

程也就是心理模擬能夠讓自己獲得更佳分配結果的決

策程序，在績效評核的系絡中，有哪些過程相關因素會

影響到受評者獲得更有利的評核結果，這些因素即可能

影響其程序正義知覺。 

有關影響受評者正義知覺的實證研究，Landy 等人

(1978)及 Landy 等人(1980)即指出「主管知識」是影響

績效評核正義知覺的重要因素，Fulk 等人(1985)進一步

指出「主管知識」不僅會直接影響正義知覺，還會分別

經由「主管信任」與「績效發展計畫」的中介而影響正

義知覺。Greenberg(1987c)則建議主管應建立完整的工

作日誌來作為績效評核的依據。換言之，評核者能夠提

供合理的績效證據，才能使得受評者認為績效評核是

「對事不對人」。 

    主 管 針 對 員 工 進 行 績 效 評 核 的 過 程 包 括

(Oliver,1985):1.確認標準；2.與員工溝通標準；3.衡量員

工績效；4.比較績效與標準；5.評核員工績效；6.與員

工溝通評核結果；7.將評核結果做為決策及發展的依

據。由於程序正義包含了制度要素與社會要素

(Greenberg,1990；Folger & Cropanzano,1998)，績效評核

的程序正義包含了制度程序正義 (system procedural 

justice)及評核者程序正義(rater procedural justice)二個

要素(Erdogan et al.,2001)。因此，本研究認為受評者對

績效評核的程序正義知覺至少與二項因素有關，一是與

績效評核準則特性有關的制度面因素，二是與績效評核

執行過程有關的社會面因素。本研究針對二者對於績效

評核程序正義知覺的影響，分別進行假說推論如下﹕ 

 
績效評核準則特性對程序正義知覺的影響 
    績效評核準則為評估特定工作者是否表現稱職的

標準，它隱含組織對員工所期望表現的工作要求。基本

上績效評核準則包括了工作績效的衡量指標以及該指

標的優劣標準。與受評者的程序正義知覺可能產生關聯

的績效評核準則特性至少有指標具體性、指標攸關性及

標準一致性。首先，績效評核指標的具體性愈高則可衡

量性愈高，可衡量性愈高則客觀性愈高，而客觀性愈高

則受評者會知覺到績效評核結果愈不容易受到主管偏

私的影響，因此容易產生較高的程序正義知覺。其次，

就績效評核指標攸關性而言，受評者若知覺績效評核準

與所從事的工作內容具有高度關聯，那麼受評者就比較

會知覺該績效評核指標是合理的，反之，若績效衡量指

標與實際工作內容無關，那麼受評者就可能會質疑該評

核指標的有效性，因而產生較低的程序正義知覺。最

後，標準一致性乃程序正義原則之一(Leventhal,1980；

Greenberg,1986b)，績效評核受評者希望將自己與他人

進行社會性比較，而一致性的績效標準乃是社會性比較

的重要基礎，如果績效標準因人而異，則受評者將可能

質疑準則的有效性。總之，就受評者觀點而言，有效的

績效評核準則應該具有指標具體性、指標攸關性及標準

一致性等特性，若受評者知覺到組織的績效評核準則有

效性愈高，則愈可能知覺績效評核具有程序正義。因此

本研究提出假說 1 如下: 

假說 1:受評者知覺到評核準則有效性愈高，則他愈會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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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績效評核具有程序正義(形式正義、互動正義)。 

 
主管及同事的政治行為對程序正義知覺的影

響 
    大部分組織通常是由直線主管擔任績效評核者，所

以在績效評核執行過程中的主要關係人包括主管、同事

與受評者本身。受評者在績效評核過程中如果知覺到主

管 或同事表 現出自利 傾向的政 治行為 (political 

behavior)，將可能影響他對績效評核的程序正義知覺。

基本上主管的偏私行為與同事的印象整飾(impression 

management)行為均屬於組織政治行為的範疇。如果主

管濫用績效評核的職權，對於親信或有助於鞏固個人地

位的自己人給予偏高的評核結果，而對於可能損及個人

利益的部屬則挾怨報復，或是基於領導統御考量而高評

或低評特定的受評者，甚至表現出鄉愿的行為等，這些

均足以讓受評者質疑績效評核過程的公正性。同時，組

織成員的印象粉飾行為也可能影響績效評估的結果

(Wayne & Liden,1995)，受評者的同事如果在績效評核

期間表現出讓主管產生良好印象的印象粉飾行為，例如

同事經常在主管面前「假裝認真」，或經常讚美主管的

決策等，則受評者會懷疑績效評核的過程涉入了「非績

效因素」，從而推測績效評核不具程序正義。因此，本

研究提出假說 2 及假說 3 如下: 

假說 2:受評者知覺到主管在績效評核過程愈表現自利

性的政治行為，則他愈不會知覺績效評核具有程序正義

(形式正義、互動正義)。 

假說 3:受評者知覺到同事在績效評核過程愈表現印象

整飾的政治行為，則他愈不會知覺績效評核具有程序正

義(形式正義、互動正義)。 

 

績效評核的程序正義知覺對組織承諾

與主管信任的影響 

員工對於管理決策的程序正義知覺與其工作態度

及行為的關聯性，過去有大量的實證研究在討論這個問

題(Konovsky,2000)。例如 Moorman(1991)、Niehoff & 

Moorman(1993)及 Farh 等人(1997)探討組織正義與組織

公民行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間的關聯

性；Barling & Phillips(1993)探討組織正義與管理信任、

情感承諾及退縮行為的關係；Gellatly(1995)探討互動正

義與曠職行為的關係；Moorman & Niehoff(1998)探討組

織正義與組織支持(organizational support)及組織公民

行為的關係；Skarlicki & Folger(1997)及 Skarlicki & 

Folger(1999) 探 討 正 義 知 覺 與 組 織 報 復 行 為

(organizational retaliation behavior)的關係；Chung(1999)

探討正義知覺與組織政治行為的關係；Deluga(1994)、

Konovsky & Pugh(1994)、Lin(1996)、Chen(1999)及

Chi(1999)等則開始探討信任、主管部屬交換品質等社

會系絡因素與正義知覺的關係。過去實證研究更顯示特

定的人力資源管理決策會直接影響員工的正義知覺，例

如薪酬(Greenberg,1987b；Lin,1994)、績效評核與加薪

(Folger & Konovsky,1989 ； Tang & 

Sarsfield-Baldwin,1996)、升遷(Saal & Moor,1993)、懲戒

(Ball et al.,1994)及解雇(Naumann et a.,1998)等。上述有

關正義知覺與態度行為關係的實證研究，基本上呈現頗

為一致的結論，亦即正義知覺與正面工作態度(例如主

管信任、組織承諾)及工作行為(例如組織公民行為)具有

正向關聯，而與負面工作態度(例如曠職傾向)及工作行

為(例如組織報復行為)具有負向關聯性。此外，雖然分

配正義知覺與程序正義知覺均會影響個體的滿意度與

承諾感，但相對而言，個體的分配正義知覺與其滿意度

較具有關聯性，而程序正義知覺則與承諾感具有較強的

關聯性(Sweeney & McFarlin,1993)。最近學者針對程序

正義(形式正義)與互動正義的影響，進一步實證指出，

程序正義(形式正義)知覺與組織導向的變項(如組織導

向的組織公民行為、離職傾向與組織承諾)具有較強關

聯性，而互動正義知覺則與主管導向的變項(如主管導

向的組織公民行為、工作績效與工作滿足)具有較強的

關聯性(Masterson et al.,2000)。 

綜觀以上實證研究結果，本研究推測受評者對績效

評核的程序正義知覺可能會影響他的組織承諾與主管

信任。就形式正義內涵而言，它涉及組織的績效評核制

度是否明示清楚的績效標準、績效過程中是否提供受評

者參與及申訴機制，前者可能會影響受評者的組織承

諾，後者可能會影響其對主管的信任﹔就互動正義內涵

而言，它涉及績效評核的互動過程是否充分尊重受評

者，這些因素的知覺可能影響其對主管的信任以及組織

承諾。因此，本研究提出假說 4 及假說 5 如下: 

假說 4:受評者知覺績效評核愈具有程序正義(形式正

義、互動正義)，則他的組織承諾愈高。 

假說 5:受評者知覺績效評核愈具有程序正義(形式正

義、互動正義)，則他的主管信任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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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研究架構 

    歸納前文所提出的五個研究假說，本研究的觀念性

架構如圖 2-1 所示。 

 
研究方法 

 
變項衡量 

衡量工具發展 
    本文以下「績效評核」簡稱 PA。本研究變項包括

PA 程序正義、PA 準則有效性、PA 主管政治行為、PA

同事政治行為、組織承諾及主管信任等，其中 PA 程序

正義、PA 準則有效性及 PA 主管政治行為的衡量工具

係作者參酌過去文獻以及依據訪談結果所發展。而 PA

同事政治行為、組織承諾及主管信任等變項的衡量，則

採用過去學者曾經使用的量表。問卷題項一律採用

Likert 5 尺度衡量。 

 
1.PA 程序正義知覺量表、PA 準則有效性量表、PA 主管

政治行為量表 

    PA 程序正義量表的題項來源係過去文獻中有關

PA 程序正義的相關概念及量表陳述句。本研究參考了

Greenberg(1986a、1986b)的績效評核正義原則、Folger & 

Konovsky(1989)的績效評核的程序正義量表、Folger 等

人 (1992) 的 績 效 評 核 正 當 程 序 要 點 、 Folger& 

Cropanzano(1998)的績效評核面談原則以及 Baron(1993)

的建設性批評原則等內容。然後依據「形式正當性」、「論

證合理性」及「互動建設性」等績效評核程序正義的內

涵要素，將上述的內容進行彙整與分類。PA 準則有效

性量表係針對評核準則的指標具體性、指標攸關性及標

準一致性三構面，分別設計二個題目進行衡量。各構面

的操作性定義為:(1).指標具體性係指績效評核的項目

能夠讓評核者具體地評核員工實際績效表現的程度；

(2).指標攸關性係指績效評核項目與受評者工作內容的

相關程度；(3).標準一致性係指績效評核的優劣標準適

用於所有共同受評者的程度。PA 主管政治行為係指足

以影響或試圖影響組織內利害事物分配的職務角色外

行為 (Drory & Romm,1990)；本量表題項部份採自

Chung(1999)翻譯的組織政治行為量表中有關績效評核

系絡的主管政治行為題項，部分題項則是研究者探索性

訪談所蒐集的員工談話內容。 

    經由以上的彙整，研究者初步編製了一份 PA 程序

正義量表、PA 準則有效性量表及 PA 主管政治行為量

表，然後請二位人力資源管理暨組織行為學者進行內容

補充及修正，藉以提高量表的內容效度，同時也請二位

學者與研究者分別進行構面歸類，以「相互同意度」檢

視原始量表的信度，經計算 PA 程序正義量表信度值為

1.0；PA 準則有效性量表信度值為 0.97；PA 主管政治

行為量表信度值為 0.89。由於本研究變項甚多，二位學

者除了文字刪修潤飾的意見外，並建議研究者刪減題

項，本研究三位作者遂共同研討逐一檢視題項以整合出

預試問卷。 

本研究隨即針對實際研究對象進行小樣本預試，以

進行效度與信度的檢測，從而再修正問卷題項。本研究

的量表預試係訪問四家民營中小製造業，並抽取 50 位

員工為受試樣本，回收 34 份問卷，有效問卷 30 份。信

度分析得內部一致性值(Cronbach＇s α)分別為 PA 程

序正義:0.91；PA 準則有效性:0.85；主管 PA 偏私行

為:0.89。同時，本研究自編 PA 準則有效性量表與自編

PA 程序正義量表測量所得數值的相關係數 0.76；自編

PA 程序正義量表與 Dulebohn & Ferris(1999)使用的程

序正義量表測量所得數值的相關係數 0.89；自編主管

圖 2-1、本研究的觀念性架構 

 
評核制度面因素 

․準則有效性 

評核執行面因素 

․主管政治行為 

․同事政治行為 

程序正義知覺 

․形式正義 

․互動正義 

工作態度 

․組織承諾 

․主管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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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 政治行為量表與相對概念主管信任測量所得數值的

相關係數-0.73。綜觀上述相關係數，自編量表具有良好

的理論效度。自編量表經過預試、修正後的正式問卷詳

如後述之因素分析結果，其中 PA 程序正義量表計 12

題(形式正義 4 題、互動正義 8 題)。而 PA 準則有效性

量表計 6 題，PA 主管政治行為也以 6 個題項進行衡量。 

 
2.PA 同事政治行為量表、組織承諾量表、主管信任量

表 

    本研究將 PA 同事政治行為界定為工作夥伴在績效

評核過程中，表現出試圖影響主管對他高估工作績效的

自利行為。就本研究的定義，同事的 PA 政治行為乃屬

非攻擊性的印象粉飾行為，因此本研究採用Dulebohn & 

Ferris(1999)從 Wayne & Ferris(1990)及 Ferris等人(1994)

文獻中整合而成的工作焦點影響戰術 (job-focused 

influence tactics)量表 (4 題 )及主管焦點影響戰術

(supervisor-focused influence tactics) 量 表 (4 題 ) 。

Dulebohn & Ferris(1999)使用該量表所計算的信度值

(Cronbach＇sα)分別為 0.77 及 0.85。本研究預試資料

中所計算的 8 題整體信度值(Cronbach＇sα)為 0.90。所

謂組織承諾是指員工認同組織與組織目標並希望維持

組織成員身份的忠誠度，本研究的組織承諾量表題目乃

翻譯自 Porter 等人(1974)的組織承諾問卷。所謂信任

(trust)係指個體對被信任者的能力、責任感與可靠性特

質具有正面認知與情感依附(Costigan et al.,1998)，信用

(trustworthiness)則是指出一個人的值得信任的狀態。本

研究衡量受評者認為主管的可信任度乃採用Tyler(1994)

的主管信用判斷量表，原始量表計 8 個題項，其信度值

表 3-1、績效準則特性與社會系絡因素衡量的因素分析結果 

衡          量           題          項                               因            素        

     準則有效性 主管政治 同事政治 

1.公司採用與員工工作內容有關的績效評核項目。 0.85 - 0.07 -0.07 
2.公司採用的績效評核項目依據實際工作內容設計。 0.89 - 0.08 -0.10 
3.公司採用比較容易客觀衡量的績效評核項目。 0.88 - 0.12 -0.08 
4.公司採用的員工績效評核項目相當具體明確。 0.87 - 0.02 -0.04 
5.公司對於一起受評者採用相同的績效優劣標準。 0.81 - 0.13 -0.14 
6.公司對於一起受評者不會因人採取不同優劣標準。 0.72 - 0.20 -0.08 
7.最近的績效評核，主管特別照顧他的親信。 - 0.11 0.74 0.35 
8.最近的績效評核，主管偏愛他的自己人。 - 0.10 0.78 0.33 
9.最近的績效評核，主管玩弄權謀。 - 0.12 0.85 0.25 
10.最近的績效評核，主管進行整肅異己。 - 0.07 0.80 0.29 
11.最近的績效評核，主管採取考績輪流作法。 - 0.16 0.56 0.26 
12.最近的績效評核，主管表現鄉愿的現象。 - 0.17 0.74 0.33 
13.最近的績效評核前，有同事誇耀主管成就。 0.04 0.34 0.69 
14.最近的績效評核前，有同事刻意取悅主管。 - 0.06 0.46 0.66 
15.最近的績效評核前，有同事恭維主管外表。 - 0.11 0.38 0.72 
16.最近的績效評核前，有同事自願幫忙主管。 - 0.03 0.13 0.82 
17.最近的績效評核前，有同事故意表現賣力。 - 0.14 0.31 0.83 
18.最近的績效評核前，有同事刻意突顯成就。 - 0.16 0.30 0.84 
19.最近的績效評核前，有同事粉飾工作績效。 - 0.13 0.26 0.81 
20.最近的績效評核前，有同事對好績效表功。 - 0.16 0.28 0.77 

註 1：加粗字體的因素負荷量係本研究將該題項歸類於對應的因素；N=324。 

註 2：為節省分析結果呈現篇幅，上表題項係經刪減文字而非完整題項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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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nbach＇sα)為 0.93。本研究將其翻譯成中文並改

為第一人稱後，中文量表預試的信度值(Cronbach＇sα)

為 0.89。 

 
衡量結果檢測 
    本研究針對量表衡量資料進行因素分析，並以最大

變異轉軸法使得題目的歸類更為清晰，其中 PA 評核準

則有效性、PA 主管政治行為及 PA 同事政治行為等量

表的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3-1)；PA 程序正義量表的因素

分析結果如(表 3-2)；組織承諾及主管信任等效標變項

量表的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3-3)，其中(表 3-3)的第 3、7、

9、11、12、15 及 17 題為反向題，本研究於因素分析

前已先將原始資料轉換成正向量化編碼。所有量表因素

分析結果均呈現出與原始設計的構念定義一致。此外，

各變項量表的內部一致性(Cronbash＇s α)均達 0.8 以

上(請參閱次章節表 4-1)，其所呈現的信度值尚稱良好。 

 

研究對象與資料蒐集過程 

    本研究以台灣民營企業的員工為實證對象。由於本

研究旨在探討績效評核制度面因素與執行面因素對受

評者正義知覺的影響，然而本研究在初期訪談時發現部

分台灣中小企業並無完整的績效評核制度，部分企業的

績效評核制度則流於形式。基於控制受訪公司的制度化

程度，本研究決定訪問部分經過 ISO 認證的公司，統

計受試者有 69%抽樣自 ISO 認證的公司，31%受試者任

職於未經 ISO 認證的公司。為了平衡受試者任職企業

的產業別，受訪公司涵蓋製造業與服務業，其中任職於

製造業的受試者佔 57%，任職於服務業的受試者佔

43%。此外，本研究為了平衡受試者任職企業的規模，

受訪公司涵蓋大中小企業，其中任職於 100 人以下的小

企業者佔 29%；任職於 100-300 人的中規模企業者佔

22%；任職於 300 人以上大企業的受試者則佔 49%。 

受訪公司係就研究者的人際關係網絡中找尋願意

受訪的公司，然後再協調受訪公司指派專人做為本研究

的連絡窗口，並請該聯絡人進行 20 份以內問卷的「代

發代收」。在問卷的發放過程中，研究者親自拜訪受訪

公司的聯絡人，向他們詳細說明問卷發放與回收的作業

流程，並提供作業備忘錄。同時，每份問卷均附上小信

封，請受訪員工於填完問卷後，直接將問卷置入信封並

密封交回公司聯絡人統一寄回。為了增加問卷回收率，

研究者提供每位受訪者小禮品，也贈送受訪公司紀念

品。本研究成功訪問了 30 家企業(含分公司)，總計發

出 400 份問卷，回收 375 份問卷，無效問卷 51 份，有

效問卷 324 份，有效回收率為 81%。有效樣本的性別、

年齡、學歷、職位、年資以及「是否知道自己考績」等

統計如表 3-4。 

表 3-2、績效評核程序正義衡量之因素分析結果 

衡             量            題               項                            因      素 

 
1.公司或主管預先告知我應該表現出來的工作績效為何。 

互動正義 

0.14 

形式正義 

0.81 
2.公司或主管經常地提醒我績效評核的項目及標準。 0.19 0.83 
3.我在績效評核過程有機會表達關於自己實際表現的意見。 0.42 0.74 
4.我在績效評核過程中有機會參與表達感受、異議或申訴。 0.52 0.60 
5.評核者依據我的實際工作表現，來評量我的績效優劣。 0.82 0.25 
6.評核者蒐集完整的績效資訊後，再評量我的績效優劣。 0.80 0.30 
7.評核者依據平時對我的觀察，才決定我的績效優劣。 0.82 0.12 
8.評核者對我的績效評核結果，提供了證據與解釋。 0.74 0.44 
9.公司的績效評核過程沒有外在壓力或人際偏見的影響。 0.76 0.22 
10.我在績效評核過程中獲得親切禮貌地對待。 0.76 0.27 
11.我在績效評核面談中獲知評核結果及未來績效改進計畫。 0.65 0.54 
12.公司在適當時間與場合對我提供「對事不對人」的評論。 0.71 0.28 

註 1：加粗字體的因素負荷量係本研究將該題項歸類於對應的因素；N=324。 

註 2：為節省分析結果呈現篇幅，上表題項係經刪減文字而非完整題項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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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組織承諾與主管信任衡量的因素分析結果 

衡         量        題          項                                        因         素     

 組織承諾 主管信任 

1.我願意付出額外的努力以協助本公司獲得成功。              0.51 0.26 
2.我經常對朋友說，我服務的公司是相當理想的工作場所。 0.70 0.32 
3.我對公司經常沒有什麼忠誠感可言。(R) 0.62 0.15 
4.為了要留在本公司，公司指派我任何工作我都願意接受。  0.58 0.04 
5.我認為本人所重視的與公司所重視的非常相似。 0.69 0.19 
6.身為公司的一份子，我感到很光榮。 0.78 0.23 
7.只要工作性質類似，到別家公司去做事也無所謂。(R)   　 　 0.53 0.06 
8.在本公司做事，使我能發揮自己的能力。                　 0.54 0.37 
9.只要情況稍有改變，就會使我離開這家公司。(R)        　 0.63 0.16 
10.我很慶幸當年求職時，選擇了本公司而不是其他公司。  　 0.64 0.36 
11 繼續待在這家公司，不會有時麼好處。(R)           　 　 0.79 0.22 
12.我經常難以同意本公司對待員工的重要政策。(R)      　 0.64 0.27 
13.我十分關心本公司的未來。                        　 　 0.49 0.24 
14 對我而言，本公司是我所能考慮的所有公司中最好的。 　 　 0.68 0.34 
15.我決定為這家公司做事，顯然是件錯誤的事。(R)       　 0.64 0.37 
16.我的主管對我所說的話是誠實的。                   　 　 0.20 0.74 
17.我的主管用不誠實或下流的手段對待我。(R)         　 　 0.19 0.62 
18.我的主管盡可能公正地對待我。                     　 　 0.26 0.79 
19.我的主管對決策的說明是真實的理由。             　 　 0.27 0.80 
20.我的主管盡可能考慮我在工作上的利益。           　 0.29 0.80 
21.我的主管盡最大的努力做到公正無私。             　 　 0.30 0.79 
22.我的主管以誠實公正與倫理道德原則待我。          　 　 0.21 0.90 
23.我的主管真誠正直地對待我。                    　 　 0.19 0.87 

註 1：加粗字體的因素負荷量係本研究將該題項歸類於對應的因素；N=324。 

註 2：為節省分析結果呈現篇幅，上表題項係經刪減文字而非完整題項內容。其中標示(R)的第 3、7、9、11、12、

15 及 17 題為反向題，本研究於因素分析前已先將原始資料轉換成正向量化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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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方法 

    首先，本研究將回收的 324 份資料進行因素分析，

以最大變異轉軸法使得各題目的因素歸類較容易進

行。其次，進行各因素構面的內部一致性分析

(Cronbach＇sα)以檢測衡量信度。接下來則分析變項的

平均數、標準差以及皮爾森簡單相關。本研究以多元迴

歸分析進行假設驗證，同時於進行迴歸分析前，先分析

受試者性別、年齡、學歷、職位、年資以及是否知道績

效評核結果等基本背景，探討其是否影響到受試者的正

義知覺、組織承諾或主管信任，以決定統計控制的變

項。本研究經分析後選擇性別、年齡、學歷及是否知道

評核結果等四項基本資料，納入多元迴歸模式進行統計

控制。除了假說驗證之外，本研究亦有興趣了解自變項

間對因變項的相對解釋力，因此乃以標準化資料進行迴

歸分析。 

 

研究結果 
 
研究變項的敘述統計與簡單相關 

    本研究除了計算各變項衡量的內部一致性外，並

統計各研究變項的平均數、標準差以及變項間的簡單相

關係數(如表 4-1)，以初步了解受試者在各變項的水準

及關聯性，並作為解讀後續分析結果的基礎。 

 
    上述(表 4-1)顯示各量表的內部一致性中，除了形

式正義 0.83 未達 0.9 外，其他各變項量表的內部一致性

均達 0.9 以上，故各量表的信度堪稱良好。其次，就各

變項的平均數觀察，受試者的形式正義知覺(M=3.06)

相對低於互動正義知覺(M=3.30)，亦即受試者知覺績效

評核制度本身的公正性低於主管執行制度的公正性。此

外，受試者覺得公司的績效評核準則堪稱有效

(M=3.21)，而且知覺主管在績效評核期間表現自利性政

治行為的傾向也不是很普遍(M=2.55)，同事們的印象粉

飾政治行為也不是十分明顯(M=2.65)。同時，受試者也

表現出對於組織的承諾感(M=3.41)以及對於主管的信

任度(M=3.63)。 

    就簡單相關係數來觀察，無論是形式正義知覺或是

互動正義知覺均與準則有效性、組織承諾及主管信任有

顯著正相關，而與主管政治行為及同事政治行為有顯著

負相關。為了進一步檢視準則有效性及政治行為對於形

式正義及互動正義的相對解釋力，以及形式正義與互動

表 3-4、有效樣本基本資料統計結果 

區分 類別 數量 比例 

男性 168 53% 
性別 

女性 148 47% 
20-29 歲 115 36% 
30-39 歲 154 49% 
40-49 歲 39 12% 

年齡 

50 歲以上 8 3% 
研究所 8 3% 

大學專科 206 65% 
高中高職 88 28% 

學歷 

5 國中以下 13 4% 
中高主管 8 3% 
基層主管 51 17% 
行政人員 102 34% 

職務 

作業人員 141 47% 
完全不知道 128 41% 

考績資訊 
私下打聽或公司(主管)告知 181 59% 

註：部份樣本資料填答不全，故合計不全為 324。平均年資 6.2 年，標準差 5.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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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對於組織承諾及主管信任的相對解釋力，以驗證本

研究所提出的各項假說，以下多元迴歸分析乃係先將原

始資料進行標準化，以利吾人從迴歸係數的相對大小來

判斷各自變項的相對解釋力。 

 

評核準則特性與主管及同事政治行為

對程序正義知覺的影響 

    本研究假說 1、假說 2 及假說 3 分別探討準則有效

性、主管政治行為及同事政治行為對受評者程序正義知

覺的影響。本研究將受試者的性別、年齡、學歷及是否

知道評核結果等作為控制變項，以準則有效性、主管政

治行為及同事政治行為，預測程序正義(形式正義、互

動正義)知覺而進行多元迴歸，結果如表 4-2。 

 
    觀察(表 4-2)的迴歸分析結果，雖然同事政治行為

對於形式正義知覺及互動正義知覺缺乏顯著的解釋力

(假說 3 未獲得資料支持)，但是，準則有效性及主管政

治行為二者對於受評者的形式正義知覺及互動正義知

覺均具有顯著的解釋力，驗證了本研究所提出的假說 1

及假說 2。也支持了 Erdogan 等人(2001)認為績效評核

的程序正義包括制度程序正義及評核者程序正義的論

表 4-1、平均數、標準差、相關係數與量表內部一致性 

變     項 Mean S.D. 1 2 3 4 5 6 7 

1 形式正義 3.06 0.76 (.83)       

2 互動正義 3.30 0.70 .69*** (.93)      

3 準則有效性 3.21 0.76 .30*** .39*** (.92)     

4主管政治行為 2.55 0.76 - .32*** - .54*** - .30*** (.90)    

5同事政治行為 2.65 0.76 - .19*** - .42*** - .24*** .69*** (.94)   

6 組織承諾 3.41 0.59 .31*** .41*** .59*** -.29*** -.19*** (.91)  

7 主管信任 3.63 0.67 .24*** .30*** .52*** -.30*** -.21*** .61*** (.93) 

註：括弧數字為量表內部一致性； *p<.05  **p<.01  ***p<.001；N=324。 

表 4-2、預測程序正義(形式正義、互動正義)知覺的迴歸分析結果 

準則變項 形式正義 互動正義 

控制變項   
性別 .05 .04 
年齡 .02 .09 
學歷 - .03 -.12* 

考績資訊 .34*** .24*** 
預測變項   

準則有效性 .16** .20*** 
主管政治行為 - .23** -.37*** 
同事政治行為 .05 -.07 

R2 .24 .42 

F 13.61*** 31.32*** 

註 1：N=305；性別的男性編碼 1，女性編碼 0；考績資訊的知道績效評核結果者編碼 1，不知到績效評核結果者

編碼 0。 

註 2：表中數值係標準化後的β係數；*p<.05  **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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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本研究推測假說 3 未成立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即使

受評者知覺同事表現政治行為，但只要對評核主管的具

有信任感，則仍然對於績效評核過程的公正性抱持正面

認知，但是這點有待後續研究驗證。上述(表 4-2)迴歸

模式的控制變項中，受評者是否知道績效評核結果的資

訊，會顯著地影響其程序正義(形式正義、互動正義)知

覺，尤其對於形式正義知覺的影響重大，表示受評者如

果不知道績效評核結果，他可能會懷疑績效評核制度的

公正性，也會質疑績效評核執行過程的公正性。此外，

受評者的學歷會影響互動正義知覺，分析結果顯示學歷

愈高則互動正義知覺愈低，可能是學歷愈高的受評者對

於評核過程應被尊重的期望較高，以致於對實際評核過

程有較低的互動正義知覺，這點也有賴後續研究驗證。 

 

程序正義知覺對組織承諾與主管信任

的影響 

本研究假設4及假設5分別探討受評者程序正義知

覺對組織承諾及主管信任的影響。本研究將受試者的性

別、年齡、學歷及是否知道評核結果等作為控制變項，

以形式正義知覺及互動正義知覺為自變項，預測組織承

諾及主管信任進行多元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3。 

 
觀察(表 4-3)的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受評者的互動

正義知覺對於組織承諾及主管信任均具有顯著解釋

力，但形式正義知覺對於組織承諾及主管信任都沒有顯

著的解釋力。亦即程序正義知覺與組織承諾及主管信任

有關的研究假說 4 及假說 5，都只獲得研究資料的部分

支持。本研究結果與 Masterson 等人(2000)指出「形式

正義比互動正義更會影響組織承諾，而互動正義比形式

正義更會影響主管信任」的研究結果並不一致。本研究

推測，或許是華人的法治觀念較弱，基本上對於制度的

關注程度本來就比較低，因而產生制度公正性與組織承

諾及主管信任無關的結果，是否如此，有待未來進行跨

文化比較研究以釐清其關係。此外，上述迴歸模式也顯

示出受評者是否知道績效評核結果與主管信任有關，而

與組織承諾無關，換言之，評核主管如果為了避免爭議

而未進行績效回饋，恐怕會讓受評者產生黑箱作業的印

象，因而影響受評者對主管的信任；然而，受評者對於

評核主管未公佈績效評核結果的認知，並不會反映在他

對組織的承諾感。 

 

結論與管理意涵 
 

研究結論 

    本研究旨在探討績效評核制度面因素與執行面因

素對受評者程序正義知覺的影響，以及探討程序正義知

覺對組織承諾與主管信任的影響。首先訪問三家台灣中

小企業，以探索本土企業的員工績效評核作法，以及可

能影響受評者正義知覺的因素，從而發展受評者對績效

評核程序正義知覺的衡量問卷，然後進行企業員工的問

表 4-3、預測組織承諾與主管信任的迴歸分析結果 

準則變項 組織承諾 主管信任 

控制變項   
性別 .05 .00 
年齡 - .02 - .02 
學歷 - .06 - .09 

考績資訊 .02 .15* 
預測變項   

形式正義知覺 .03 .02 
互動正義知覺 .38*** .23** 

R2 .18 .12 

F 11.06*** 6.93*** 

註 1：N=305；性別的男性編碼 1，女性編碼 0；考績資訊的知道績效評核結果者編碼 1，不知到績效評核結果者

編碼 0。 

註 2：表中數值係標準化後的β係數；*p<.05  **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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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調查，以驗證本研究所提出的 5 個假說。研究結果發

現: 1.受評者知覺到績效評核準則的有效性愈高，則他

愈會知覺到績效評核的過程具有形式正義與互動正

義。2.受評者知覺到主管在績效評核過程愈表現政治行

為，則他愈不會知覺到績效評核的過程具有形式正義與

互動正義；但是受評者愈知覺同事在績效評核過程表現

政治行為，與其形式正義知覺及互動正義知覺無關。3.

受評者知覺到績效評核的過程愈具有互動正義，則他的

組織承諾與主管信任均愈高；而受評者對績效評核的形

式正義知覺與組織承諾及主管信任均無顯著關聯性。 

    本研究嘗試從二方面提供知識累積的貢獻。首先，

過去組織正義的實證研究大多在探討正義知覺與工作

態度或行為間的關聯性，本研究嘗試往解釋鏈的上游著

手，探討個體在績效評核的系絡中，產生程序正義知覺

的前因變項為何，意即從績效評核程序正義的內涵(形

式正義、互動正義)中，推論出績效評核的制度面因素

(準則有效性)與執行面因素(主管政治行為、同事政治行

為)可能對於程序正義知覺產生影響。本研究基本上與

Erdogan 等人(2001)所指出的績效評核的程序正義包括

制度程序正義及評核者程序正義的論點相呼應。其次，

本研究的主要焦點置於程序正義(形式正義、互動正義)

如何對組織態度(組織承諾)及主管態度(主管信任)產生

影響，藉以檢驗 Masterson 等人(2000)所指出「形式正

義比互動正義更會影響組織承諾，互動正義比形式正義

更會影響主管信任」的論點。本研究的資料分析結果指

出互動正義知覺會同時影響主管信任與組織承諾，而形

式正義知覺與主管信任及組織承諾均無關聯，此結果與

Masterson 等人(2000)的論點不一致，本研究推測這可能

是因為東西方社會的法治化程度不同所造成，由於台灣

社會的法治觀念尚不如西方社會成熟，所以即使企業有

完整的績效評核制度，台灣企業員工基本上也不一定相

信主管會真正依據評核制度進行員工的績效評核，而認

為主管是憑藉其個人主觀判斷進行評量的，所以員工知

覺的形式正義高低並不會反映在對於組織的態度，而會

與互動正義知覺一樣反映在其對主管的態度上。 

 

實務管理意涵 

    整體而言，本研究結果發現績效評核的制度面因素

與主管執行面因素均會影響受評者的程序正義知覺，同

時程序正義知覺也會影響受評者對組織的態度及對主

管的態度。依據上述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以下幾點建

議，提供實務管理者進行員工績效評核的參考。 

 
隨時檢討修正績效評核的準則 
    有效的績效評核準則不但可以正確地評核員工的

績效表現，也將引導員工表現出適當的績效行為。本研

究定義的準則有效性包括績效指標的具體性、績效指標

的攸關性以及績效標準的一致性，研究結果發現績效評

核準則的有效性知覺會影響受評者對評核過程的程序

正義知覺。因此，建議實務管理者應該全面檢討公司對

員工績效評核的制度，將籠統抽象的績效評核準則修正

為可以客觀衡量的具體準則；將適用於所有工作的績效

評核項目，修正為針對特定工作而發展出來的績效評核

項目，以提高績效準則的內容攸關性；並且建議以一致

性的優劣標準適用於從事相同工作的共同受評者。同

時，本研究的探索性訪談發現，我國企業員工對評核制

度的建立缺乏適度參與，建議企業界應該與員工保持雙

向溝通，員工隨時向主管提供修正績效評核制度的建

言，主管也要隨時提醒員工有關績效準則與期待員工表

現的績效標準，從而確保績效評核準則的有效性。 

 
建立避免主管濫用績效評核職權的機制 
    績效評核同時具有「組織管理」與「人員發展」的

雙重目的，或許是許多主管過於強調將績效評核結果運

用於升遷或薪酬管理的「組織管理」目的，忽略了績效

回饋的「人員發展」目的。因此，造成部分主管以績效

評核結果來威脅或利誘員工，甚至以此作為領導統御的

工具，例如，主管在績效評核時偏私特定的親信，或是

利用績效評核的職權公報私仇以打擊異己，甚至，表現

出「輪流分配」的鄉愿行為，這些均屬於主管為了達到

自利性目的的政治行為。本研究實證結果發現主管在績

效評核過程表現政治行為，將會負面影響員工對績效評

核的程序正義知覺。因此，建議組織應建立「避免主管

濫權」的防弊機制，消極方面，建議人力資源管理部門

應該定期召集主管實施績效評核講習，建立主管對執行

績效評核制度的正確認知，也透過講習培養公正遵從評

核制度的共識，避免主管濫用績效評核職權以整肅異己

或圖利特定人員。積極方面，建議公開績效評核結果與

過程以建立防弊機制，例如將績效證據讓所有受評者公

開檢視，因為公開資訊乃是屬於「使用避免偏誤措施」

的程序正義原則之一(Leventhal et al.,1980)。依據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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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調查，有超過 40%的受試者不知道自己的績效評核

結果，而這些人對績效評核的程序正義知覺，也顯著地

低於知道評核結果的員工。由於員工的程序正義知覺與

組織承諾及主管信任會產生正向影響，故本研究建議主

管應該拋棄「避免爭議」的迷思，開誠佈公地進行績效

回饋，並與員工共同發展績效改善計畫，如此將有助於

達成「人員發展」的績效評核目的。 

 

後續研究建議 

探討受評者「參與績效評核制度設計」對程序

正義知覺的影響 
    本研究採用 Folger等人(1992)的績效評核正當程序

觀點，將受評者參與績效評核過程中的意見表達及申訴

機制等，納入績效評核程序正義內涵進行探討，但是並

未將受評者「參與績效評核制度設計」視為程序正義內

涵。本研究相信受評者對績效評核制度的設計或修正之

參與程度，將會對受評者的程序正義知覺產生正向影

響，亦即受評者愈有機會參與績效評核制度的設計與修

正，則對於績效評核的程序正義知覺可能愈高。上述將

制度設計的參與程度視為前因變項的推論，建議後續研

究進行驗證。 

 
跨文化比較東西方社會對於形式正義與互動

正義的重視程度差異 
本研究結果發現形式正義不會影響組織承諾及主

管信任，而互動正義則會顯著影響組織承諾級主管信

任，此發現與 Masterson 等人(2000)指出「形式正義比

互動正義更會影響組織承諾，而互動正義比形式正義更

會影響主管信任」的研究結果不一致。本研究推測可能

是東西方社會的法治觀念不同所致，或可能是東方文化

重視和諧的特性，使得人們對於人際互動品質更為在

意，以上這些推測均有賴後續研究以跨文化比較來驗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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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ees’ performance appraisal entails two functions—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and personnel development. 

For organizations, the results of performance appraisal can be a decisive factor of giving rewards and promotions. Also, 

the process of evaluating performance may enhance employees’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Nevertheless, in order to 

accomplish its goals, an organization need to enable its employees to perceive procedural justice in the appraisal 

process. Therefore the elements that influence the ratees’ perceptions of procedural justice in performance appraisal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rocedural justice perceptions and employees’ work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are worthy of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According to Greenberg (1990), procedural justice includes two aspects, namely formal justice and interactional 

justice. Similarly, Erdogan and his colleagues (2001) pointed out that the procedural justice in performance appraisal 

consists two components: one is system procedural justice and the other is rater procedural justice. The present study 

proposes that the dimensions of a performance appraisal system and how it carries out may influence the ratees’ 

perceptions of formal justice and interactional justice in the appraisal. Likewise, these factors may also influence the 

ratees’ trust in their superiors and their organization commitment.  

This study utilizes performance appraisal in organizations as our study context and examines the antecedents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ratees’ perceived procedural justice. Employees from 30 Taiwanese companies were sampled. 

Altogether, there were 324 effective responses. Results from data analyses showed that: (1) The more a ratee perceiv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riteria in performance appraisal, the more he or she perceived formal justice and interactional 

justice in the process. (2) The more a ratee perceived his or her supervisor showing political behaviors in the appraisal 

process, the less he or she perceived formal justice and interactional justice. However, the perceived political behaviors 

of  colleagues  in the appraisal process did not predict perceived procedural justice. (3) The more a ratee perceived 

interactional justice in the appraisal, the more his or her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supervisory trust.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erceived formal justice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between perceived formal justice 

and supervisory trust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the end, we discussed findings both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 and of practical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Keywords: procedural justice, performance criteria, political behavior,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supervisory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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